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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外学者从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制度机制创新的催生、不利自然地理环境的倒逼、地方党委政府的

作用等多重视角，来剖析温州模式诞生的深层次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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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海外学者认为“温州以其独特的发展方式和独特的行为方式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他

们纷纷指出，温州模式的发展存在着固有的悖论：温州模式是在一个工业资源贫乏、能源行业薄弱、交通运输落后、国有企业

弱小、通过外贸或者外资参与到世界经济程度不高的地区出现的。因此，海外学者试图从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制度机制创新

的催生、不利自然地理环境的倒逼、地方党委政府的作用等多重视角，来剖析温州模式诞生的深层次动因。 

一、历史文化传统说 

海外研究者在探讨温州模式的形成时，往往都会追溯温州商业文化的历史遗产。 

基思•福斯特认为，温州模式是一个共同体通过增加自己的资金，使用商业技术来开发被国有企业和市场系统忽视的潜在的

日常消费品市场的例子。由此形成的资本被用来激活了家庭生产。在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诸如传统的商业文化环境这样的

非正式因素所发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1978 年以来温州经济的成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力量的复兴和释放。

在历史上，温州依靠大海进行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往来。由于地形复杂，温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以及其他省份的陆上联系

比较少。因此，在 1949年以前，温州的经济集中在传统小规模的商业和手工业上。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经济活动和传

统组织仍继续在温州发挥很大的影响。到1980年代的末期，和全省其他地方相比较，温州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随着经济改

革期间温州模式获得全国广泛关注，它也开始为外国观察家所注意。事实上，早在外部的官员和媒体意识到或者准备承认温州

的销售和生产的个体方法的存在之前，温州人民似乎已经安静地并且坚决地开始复兴地方经济，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1980

年代温州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在1981—1985 年期间，市区的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收入以及农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增加 130%、

156%、122%、150%。平均每年的农民收入从 1977 年的 55元人民币增加到 1985 年的 480 元人民币，三分之一的农民的收入超过

了 1000 元。60%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在 1988 年，有 954000位该市居民从事非农业生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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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新月、丹尼斯•魏认为，温州模式植根于强调务实的地区文化传统之上。在历史上，建立在企业家精神与农村市场基础上

的小企业就是温州经济的脊梁。温州在南宋年间就是全国的商业中心之一，具体而言是全国的手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之

一。在清末，随着海运与现代工业的发展，温州的港口地区开始兴盛起来。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温州成为中国主要的沿海港

口之一，还是全国手工业与轻工业中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州国有企业不多这一事实，为温州在实施改革和发展

私营经济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当许多城市还有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包袱时，温州的民营企业能够轻装前进，没有大的干扰。

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著称，它的核心在于小规模的、制造业导向的、家庭所有的私营企业，其销售网络连接着全国

乃至世界市场。但是，大多数企业规模很小，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地处农村。家庭是温州的主要生产单位，它依赖传统的社会

网络来获取原料、信息以及组织生产和销售。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温州生产和销售网络有助于当地经济融入更大的市场。[2] 

吴斌（音）、瓦尔特•扎明认为，数千年来，商人在温州受到高度重视，地位很高，这已经成为传统。温州是捍卫商业行为

的价值“永嘉学派”的发源地。“永嘉学派”认为流动与生产同样重要。这与以儒家为基础的主流文化相当不同，在主流文化

中，商人排在士、农、工、兵之后。永嘉学派对温州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上述情

况成为温州的独特优势，因为当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时，温州就立即建立和发展起非公有制经济。由于地理、

资源和交通的局限，温州人历史上就盛行迁徙。改革之初，温州 68%的土地面积是山地和丘陵，耕地约占总面积的 10%。人均耕

地面积不足 0.04 亩，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所占耕地不足 0.13 亩，这只相当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耕地不足加上交

通不便，这些成为推动温州历史上的迁徙活动的主要因素。随着温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展小商品生产，成千上万的温州人

到全国各地推销温州的产品，从各地的零售商那里带回订单。这样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他们与家乡地区的联系为建立和发

展那些坐落于温州的全国性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如果不是温州人的迁徙流动传统的话，温州的企业家根本不可能建

立全国性的小商品市场。[3] 

傅士卓指出，地方历史是温州模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人对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强烈的地方自豪感。由于被

崇山峻岭所分隔，使得温州话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晦涩难懂的方言，即使那些生活在离温州周边的人们也难以听懂。温州话

的独特性有助于温州人团结一致，这让那些出门在外的温州人得以形成一个圈子。最后，温州人拥有悠久的经商传统和对外贸

易的天分，这些传统和天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当代温州就建立在这些历史遗产之上。[4] 

二、制度机制创新说 

部分海外学人将温州模式的诞生归结为制度创新的产物。张贵斌（音）、钟秦（音）指出，就制度安排而言,温州模式以三

个创新而闻名于世。第一个创新是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个体家庭企业“戴红帽子”的实践。第二个创新是从 80年代中期

到 90 年代中期，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形成。第三个创新是 90 年代末以来，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型。温州模式

被公认为是“来自底层的变革”的典型案例，即这些创新及其演化的激进本质是个体、家庭以及政府官员在地方层面追求实际

利益，而不是遵循“自上而下的”指示的产物。温州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是家庭企业所代表的“原生态的企业家精

神”。面临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发达，家庭成员提供了低廉的和灵活的资源来填补这些市场所造成的空缺。家庭企业有两个

主要的优势。第一，由于自我增强的内部契约，家庭关系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第二，彼此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

能极大地降低代理人成本。家庭企业的这些优势极大地适应了中国目前不完善的市场环境。[5] 

艾伦•刘认为，如果温州人没有灵活地利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漏洞的话，温州传统的家庭工业、长途贩运和专业

市场就不可能在 1980 年以后蓬勃复兴。在经济层面，温州的家庭工业擅长生产那些大型现代工业所忽视的小商品。温州的消费

品行业的确是在“中国的工业结构的漏洞当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层面，温州人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分配和流通。

温州利用其庞大的销售队伍来填补这一漏洞。在政治层面，温州的民营经济在“控制真空”时期迅速发展，当时全国政府仍然

没有就转向市场经济而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使温州处于有利地位。[6] 

三、绝境求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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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海外学者强调，正是温州所面临的地理、交通、土地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倒逼”，激发了温州人民埋头苦干的精神，

进而催生了温州模式。 

张晓波（音）等华人学者认为，尽管温州最初的不利环境限制了经济发展，但是它也创造了机会。温州缺乏自然资源、地

域的不便和糟糕的交通阻碍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也是面对不利因素走投无路的产物。

从系统和经济改革的视角来看，糟糕的交通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一大优势。在信息沟通不便的时代，交通不便的偏远地

区较少受到政府的影响和控制，由此有利于那些处于探索阶段的事物或者那些暂时被禁止的事物的发展。这是温州民营经济发

展和市场导向改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7] 

蔡欣怡认为，温州与其他南方沿海城市一样，毗邻台湾使它在战略地理位置上成为一个高风险区域。因此，无论是中央政

府还是浙江省政府都不想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温州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尽管温州占浙江省土地面积的 11%,人口的15%,在整个

计划经济年代，它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全省的 1%。此外，温州的耕地也严重不足：人均耕地只有 0.42亩，而全省人均耕地

是 0.65 亩，全国人均耕地是1.4 亩。温州人多地少的生态限制意味着，在改革初期，温州 44%至 49%的农村劳动力（180 万劳动

力中的 79 万至 88 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在这样的发展资源条件下，由小商品生产者、零售商和批发商所组成的民营经

济在温州市的出现时间，不但要早于中国其他地区，而且比其他地区的民营经济也更有活力。据估计，在1979年农村改革正式

启动以前，温州地区就已经存在 1844家个体户了。[8] 

四、地方党委政府推动说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都承认，温州地方党委政府在温州模式的产生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群（音）指出，在中国转型初期，尤其是在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温州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推

动者”的角色。在起步阶段，如果没有温州地方政府放松管制，采取激励政策，民营企业将根本不可能出现。因此，民营企业

最初的外在推动力来自计划体制之外的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需要增加社会财富。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扩张阶段，温州政府

在决定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同样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温州地方政府的卓越治理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市场环境。[9] 

刘雅灵指出，只有在温州地方政府对某些当时属于半合法或非法的经济活动——它们违反了当时的国家政策，但却是民营

经济顺利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采取默许态度的情况下，私有化和市场化才成为可能。像“挂户”经营、“民间金融”、“土

地流转”等得到地方政府包容的半合法或完全非法的经济活动，在温州数不胜数。就“挂户”经营而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就在温州的宜山区出现了，当地家庭工厂生产的再生棉布出现大量积压，而当地集体所有制的供销社只许可那些政治可靠的农

民作为供销员从事这些积压产品的长途贩运，这迫使当地干部另辟蹊径。1978 年第一任宜山区委书记就向苍南县政府请示，要

求允许农民从事家庭企业、商业和长途运输，但却没敢提当地经济中长期存在的挂户经营。1981 年中央派干部到宜山来调研家

庭工业兴起和市场经济繁荣的情况，他们的结论是，尽管挂户经营能复兴当地的商品生产,提高地方收入，但是它违背国家政策。

因此，宜山区委书记受到批评，挂户经营遭到禁止。由于没有了挂户经营带来的便利，宜山的纺织业很快陷入停滞。在一个半

月的时间里，宜山区党委不得不向市政府请示，请求恢复挂户经营试验。1987 年 10月，在温州被国家指定为沿海试点城市之后，

市政府颁发了一系列规范挂户经营双方行为的暂行规定。这时，在当地各级政府的默许下，温州已经到处实行挂户经营了。我

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当地干部在保护各类民营经济活动方面迈的步子足够大的话，民营经济要成为整个温州经济的主体将

是异常困难的。[10] 

徐威、谭 K.C 等华人学者认为，温州农业的专业化和运营规模的不断增长，既反映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和改革前基础设施投

资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干部的积极推动以及地方政府采取适合政策的重要性。那种单方面强调农民自发的主动打碎公社体制，

给改革进程提供了所有推动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初的步骤是党和政府启动的，农民主要是回应这些步骤，并且最初犹豫

不决，稍后才开始活跃起来。在实施改革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地方干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去集体化可能给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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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印象：即政治最终与经济分离，政治只是消极的因素。事实上，放弃直接经营企业的角色，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再参与

农村工业的发展。温州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发行银行债券、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来促进农村工业的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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